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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
 

吴 松 弟

　　提　要:南宋都城临安的移民 , 可分为两宋之际迁入的北方老移民 、 此后迁

入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 , 以及南方移民三类 。因移民迁出地及其负载文化的

不同 , 临安文化在南北融合的同时 , 也经历了原以南方文化为主 , 到以北方文化

为主 , 并融入胡化色彩 , 最终朝着以南方文化为主 , 同时又带有一定古老的北方

文化特色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临安　外来移民　文化变迁

 　本文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资助项目。

①　最早探讨这一问题的 , 是张家驹的 《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42 年)一书。

杭州市政协办公室主编的 《南宋京城杭州》 (杭州:政协杭州市委员会办公室内部发行 , 1985 年), 也

收集了有关论文多篇。吴松弟 《中国移民史》 第 4 卷 (辽宋金元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97

年)第 8 章和第 14 章在讨论北方移民的分布与影响时 , 较多地提到临安。然而 , 上述诸书除 《中国移

民史》 之外对第二类 、 第三类移民及其影响均未涉及 , 《中国移民史》 虽略有涉及但远未深入 , 又因放

在全国的移民运动中论述 , 未能特别说明对临安的影响 , 更未论及南宋中后期临安的文化变迁。

②　吴任臣:《十国春秋》 卷 78 《吴越二·世家》 , 北京:中华书局 , 1983 年 , 第 1085 、 1087 页。

南宋都城临安 (今浙江杭州)的人口 , 出现过几次重大的变迁 , 初年因战争人口锐减 , 以

后由于外来移民的迁入才逐渐恢复 。迁入的外地移民 , 可分为两宋之际南迁的北方老移民 、绍

兴末年以来南迁的北方移民和女真 、 契丹 、 奚 、渤海等东北移民 , 以及南宋中后期迁入的南方

移民等三类。临安文化面貌的变迁 , 可以说是各地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以往关于

临安外来移民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 , 但主要集中在第一类移民 , 对第二类和第三类移民的迁入

及影响的研究非常不够。①因此 , 仍有必要对各类移民及其文化影响进行全面研究 , 借以揭示杭

州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源性 , 并为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如何影响各地域的文化提供一

个实例。

一　两宋之际迁入的北方移民及其文化影响

杭州在五代是吴越国的首都 , 经过吴越国的大力经营 , “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②北宋

时 , 杭州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嘉祐四年 (1059)欧阳修说杭州:“四方之所聚 , 百货之所交 ,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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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人众 , 为一都会” ;“今其民幸富完安乐 , 又其俗习工巧 , 邑屋华丽 , 盖十余万家 。” ① 据此语 ,

杭州城市居民达十余万家 , 是南方人口众多 、经济文化发达的重要城市。

北宋靖康元年 (1126), 金军占领开封 , 次年掳掠徽 、 钦二帝 , 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 , 是

为高宗 , 建立南宋政权。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 , 纷纷向相对安全的南方迁移。绍兴十一年

(1141), 宋金达成和约 , 这一移民潮才暂告结束 。

杭州在建炎中曾为高宗驻跸地 , 升为临安府 , 绍兴二年高宗率文武百官迁入 , 八年正式以

临安为行在所 , 定都于此 。临安周围经济发达 , 风景秀丽 , 作为南宋首都更对北方移民具有极

大的吸引力 , 成为北方移民的分布中心。南宋文献这样记载: “西北人以驻跸之地 , 辐辏骈

集” ;② “大驾初驻跸临安 , 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 ;③ “中朝人物 , 悉会于行在” ;④ “西北士

大夫多在钱塘” 。⑤ 笔者在各种宋元文献和地方志中搜集靖康之乱以来迁入南方的移民名单 , 制

成 《靖康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实例》 各表。表中 , 已知迁入地的北方移民共 1006人 , 其中迁入

临安的 94人 , 占了总数的 9%, 远高于其他府州;此外 , 迁入地不详的移民 311人中的相当一

部分 (如宗子与外戚), 也有很大一部分住在临安 。⑥

临安在两宋之际曾遭方腊起事和金兵南下等战争影响 , 人口大幅下降。宣和二年 (1120)

年底 , 方腊军占领城市 , 据说 “纵火六天 , 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 。⑦ 建炎四年 (1130), 金军血

洗临安 , 自州门开始杀人 , 四面放火 , 一周后才撤离 ,⑧ 仅在清波门里竹园山一带金军即杀死万

人。⑨ 南宋定都以后 , 随着外出避乱的市民的回归和北方移民的迁入 , 临安的人口数量开始恢

复。绍兴二十六年 , 起居舍人凌景夏说:“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以后 , 户口所存 , 裁十二三 ,

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 , 辐辏骈集 , 数倍土著 , 今之富室大贾 , 往往而是。” 10 这一段话 , 反映了

临安的居民多来自北方。乾道五年 (1169)以前临安府有户 26万 ,  11 如将当地土著人户估计为

7.1万 ,  12 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约 18.9万户左右 , 即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约占人口的 72.7%, 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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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凌景夏言 “西北人数倍土著” 之比例大致相符。如认为这一比例可能过高 , 将北方移民及其

后裔占比例估计在三分之二左右 , 也当有 17万户左右 。

南宋时期 , 类似临安那样北方移民及其后裔成为人口主体部分的重大人口变动 , 同样发生

在临安附近的平江府 (治今江苏苏州)、建康府 (治今江苏南京), 而在镇江府 、绍兴府等府州 ,

北方移民也占有一定的比重。① 在这种环境下 , 因移民大规模迁入临安而带来的北方文化 , 不至

于被周围的南方文化很快冲淡 , 得以长期保留下来 , 甚至一度成为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临安移民四分之三左右来自今天的河南省 , 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 , 并往往是在南宋初

年迁入的 。② 因此 , 南宋临安文化受开封移民的影响最大 , 在语言 、 经济生活 、 社会风俗等方面

都极像开封。此外 , 移民还来自今之山东 、 山西 、河北 、 陕西 , 以及江苏与安徽两省的淮河以

北地区 , 临安文化也受到这些地方的北方移民的影响 。

北宋时期 , 临安居民主要讲当地的语言 , 吃南方的食物 , 服饰 、 节日习俗和艺术表演形式

无不具有南方尤其是本地的特色 , 宗教信仰同样如此 。南宋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大批迁入并成

为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 , 这些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

1.语言

由于外来移民以开封人较多 , 临安普遍流行开封话 。虽然一二百年以后开封话已逐渐融合

到南方语言中 , 但其影响直到明代仍清晰可见 。明人郎瑛说:杭州 “城中语言 , 好于他郡 。盖

初皆汴人 , 扈宋南渡 , 遂家焉 , 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如呼玉为玉 (音御), 呼一撒为一 (音

倚)撒 , 呼百零香为百 (摆)零香 , 兹皆汴音也 。惟江干人言语噪动 , 为杭人之旧音。”③ 甚至

现代杭州的方言中 , 还可以看到宋代开封话的痕迹。当代历史语言学家指出:南宋建都杭州达

148年 , “越中方言受了北方话 (中州音)的影响 , 明显地反映在今日带有浓厚 `官话' 色彩的

杭州话里。杭州话属吴语 , 可是文白异读的字较少 (如 `问味' 声母只读 V-, 不读 M-), 儿尾

词很发达 , 人称代词完全采用北方话的 , 都是北方话影响的结果。”④

2.食物

北宋时期南北方的食物分成南食和北食两个区别较大的系统:大致区别是南方人的粮食以

稻米为主 , 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食的荤菜以猪肉 、鱼为主 , 北食的荤菜以羊肉为主 。⑤

临安人的食物属于南食系统。

北方移民迁到南方以后 , 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食物习惯 , 对面食的追求导致江南小麦供不

应求 , 绍兴初年每斛涨至 12000文 ,⑥ 即是证明。到孝宗时期 (1163—1189), 由于麦子的广泛

种植 , 面食在江南一带才逐渐成为价格低廉的大众食品 , 临安一碗面 30文 , 来自北方的老兵可

以终日以面食为主食 。⑦

北方人认为羊肉是第一等的美味食品 , 向有 “西北品味 , 止以羊为贵” 一说。⑧ 南宋时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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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以羊肉为第一等美味 , 临安俗语讽刺滥封官员的现象 , 便提到 “户度金仓 , 细酒肥羊” 。①

南宋时临安所在的江南地区盛产牛乳和以牛乳 、羊乳为原料制成的酥酪 , 绍兴府出产的品质尤

其好 , 按照 《嘉泰会稽志》 的看法 , 酥酪原产于中原 , 西晋时南方并无出产 , 后逐渐南传 ,② 这

些食物南宋时扩大生产 , 极可能是北方移民迁入后食用者剧增的结果。

冬天取冰藏于窖中 , 夏天取出冰融化后喝冰水消暑 , 这种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南宋初年传入

临安 。临安人冬季藏冰。③ 到了盛夏 , 商人将藏冰出售以供消暑 。杨万里赋诗记载这种现象:

“帝城六月日卓午 , 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 , 行人未吃心眼开 。” ④

《梦粱录》 总结临安人饮食习惯的变化:“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 , 川饭分茶 , 以备江南往来

士夫 , 谓其不便北食故耳 。南渡以来 , 几二百余年 , 则水土既惯 , 饮食混淆 , 无南北之分矣。”⑤

这种局面的形成 , 既有北方移民逐渐适应南方食物的一面 , 也有南方人民逐渐适应北方食物的

一面 , 而后者往往是北方移民将北方食物与吃法在南方广为传播的结果 。如果将反映北宋开封

的 《东京梦华录》 和反映南宋临安的 《梦粱录》 两书记载的当地食物加以比较 , 可以看出临安

人的饮食喜好几乎与开封没有区别 , 不过是增加许多南方产品更显丰富。

3.服饰

《宋史》 卷 153 《舆服志》 说:“中兴 , 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 , 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

衣 , 二曰紫衫 , 三曰凉衫 , 四曰帽衫 , 五曰襕衫 。” 可见南宋时朝臣的服饰 , 大多从北宋朝臣的

服饰发展而来。此外 , 北宋时开封官员已开始穿凉衫 , 以褐绸制作 , 南宋时 “渐及士大夫” , 到

后期 “遍于天下” 。不过 , 颜色不再是褐色 , 而是白色。⑥ 除了官员的服装 , 百姓的服装和打扮

同样深受北方移民的影响 , 例如 , 妇女的打扮方式 , “如瘦金莲方 、 莹面丸 、遍体香 , 皆自北传

南者” 。⑦

4.节日习俗

南宋以前 , 临安的节日风俗反映了南方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特点 , 与北方有很大的不同 。

南宋初期移民带入北方的节日风俗 , 给临安的节日生活增添不少北方的色彩。

元旦 , 人们在街坊以食物 、冠梳 、 领抹 、缎匹 、 花朵 、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 。⑧ 此习俗和

《东京梦华录》 卷 6所载开封元旦的部分习俗相似 。

立春日 , 有鞭春的习俗。前一日 , 以镇鼓锣吹妓乐引春牛到临安府前迎春馆内 。次日 , 郡

守率僚佐用彩杖鞭春牛。⑨ 据 《东京梦华录》 卷 6 , 此俗北宋开封已有。

元宵夜晚 , 街道上游人如织 , “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 , 谓之扫街 , 遗钿坠珥 , 往往

得之 , 亦东都遗风也”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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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为七夕节。“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 , 效摩睺罗之状 。此东都流传 , 至今不改。”①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临安人有吃素食 、接祖宗之举 , “盖因南宋杭人多半由汴京南渡而来 , 祖

宗坟茔在北 , 无从设祭 , 遂有是事 , 相沿成习 , 为他郡所无。”②

九月初九日重阳节 , 人家以五色米粉塑成狮子蛮王的形状 , 放在熟栗子和麝香 、 蜂蜜拌和

的糕上 , 称为 “狮蛮栗糕” 。③ 此俗完全同于开封。④

十二月八日为腊八日 , 寺院以一些瓜果作原料制成腊八粥供应僧人和施主。王洋赋诗说:

“腊月八日梁宋俗 , 家家相传侑僧粥。”⑤ 可见原为北方风俗 , 南渡后传入南方。

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 , 三十日为大节夜 , 宫中和街市举行驱傩仪式 。自此入月 , 街市

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 , 装扮为神鬼 、判官 、钟馗 、 小妹等 , 敲锣击鼓 , 沿街乞钱 , 俗呼为打夜

胡。这一习俗亦传自开封 。⑥

5.艺术表演形式

北宋开封是全国艺术的中心 , 城市中汇聚了来自各地的艺术 , 宫廷里有许多专供皇室和群

臣娱乐的艺术。南宋时期随着开封人口的迁入 , 相当多的原来临安没有的艺术形式传入城中 。

例如 , 唱赚 、⑦ 诸宫调 、⑧ 陶真 、⑨ 叫声 、杂扮 、 10 影戏 , 11 这些艺术形式原来主要流传在北方 ,

随着北方人口的迁入而传入临安 。无论南宋还是明代的杭州地方文献 , 在追溯这些艺术形式的

起源时 , 都溯源到北宋的开封 , 或干脆用 “盖汴京遗俗” 等词语。 《宋史·乐志》 说宫廷雅乐:

“南渡之后 , 大抵皆用先朝之旧 , 未尝有所改作。” 可见在乐人南迁的同时 , 宫廷雅乐也传入临

安宫廷。琴 (今名古琴 , 又称七弦琴)为宋代重要乐器 , 北宋中后期的琴谱以藏于秘阁的宫廷

乐谱阁谱最为时人看重 。南宋时阁谱传入临安 , 先是保存在宫廷和南迁的北方大族韩氏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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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到流传 , 并改造成影响颇大的江西谱 。①

6.宗教

宗教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进行群体迁移的移民只要可能往往要在新的定

居地建立家乡原有的宗教建筑。建炎南渡以后 , 开封僧侣道士纷纷在临安建立寺庙。道观有四

圣延祥观 、宁寿观等 , 佛寺有太平兴国传法寺 、 开宝仁王寺 、 千佛阁安福院 、演教院 、崇宁万

寿教寺 、慧林寺 、净胜寺 、大德尼寺 、 永隆院等 。② 其中的一些寺庙 , 如四圣延祥观 、宁寿观 、

太平兴国传法寺 、 开宝仁王寺 、 慧林寺 , 都是以僧侣道士南迁前在开封所居庙宇的名字命名 。

还有一些祭祀地方神的庙宇 , 如太乙宫 、显应观 、 祚德庙 、 昭节庙 、 皮场庙 、 宗圣曾子祠 、萧

酂侯祠 、 东平忠靖王庙 , 也随着信众的南迁而在临安建立起来 。③ 除上述开封人所建的庙宇 , 临

安还有旌忠庙 、 忠勇庙 、 崇恩延福院等北方其他地方的移民所建的寺庙 , ④ 以及一批目前无法确

定兴建者的迁出地的北方人所建的寺庙 。⑤

值得注意的 , 是信奉自北方迁来的菩萨仙人的人绝不止北方移民 , 还有不少的南方百姓 。

例如 , 临安的皮场庙是前来赶考的士人 , 不管是北方籍还是南方籍 , 求神保佑的处所 , 临安人

有病也去此庙祷告。⑥

二　南宋绍兴末以来北方新移民的迁入与文化影响

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签订和约 , 两国开始进入南北对峙时期 , 这一局面一直继续到金亡 。

在这一时期 (1141 —1234)中 , 宋金双方都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 , 但往往几年便告结束 , 双方

仍维持秦岭─淮河这条军事分界线 。在每一次南北战争发生的几年间 , 都要发生北方人口南迁 。

虽然这些移民潮持续时间只有几年 , 仍然保持一定的规模 。例如 , 南宋隆兴元年 (1163)发动

北伐 , 五月 , 军队渡过淮河夺取金的灵璧 、 虹县两城 , 金将蒲察徒穆 、 大周仁等万余人投降 ,

继而萧琦率部分兵马自宿州归宋;⑦ 七月 , 寿春府军民士庶万余户归宋 。⑧ 一时间 , “中原之民

翕然来归 , 扶老携幼相属于道” 。⑨ 南宋于开禧二年 (1206)再度北伐 , “淮民稍徙 , 入于浙 、于

闽” 。 10 每次北方人口南迁时 , 都会有一定数量的上层移民和军人移民迁入临安 。

值得注意 , 绍兴末以后迁入临安的北方新移民所携带的北方文化 , 与以前迁入的北方老移

民携带的北方文化已有不少的差异 , 这是宋金时期另一股移民浪潮影响的结果 。当时 ,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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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北方都出现人口大迁移的局面。一方面是北方的汉人为避乱而大举迁入南方 , 另一方面是

金朝的统治民族女真族为便于统治中原 , 率契丹 、 渤海 、 奚等民族自东北大批迁入华北 。东北

民族的内迁过程 , 自金军攻入中原不久便已开始 , 到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 (今北京)时达

到新高潮 , 此后仍在进行着 , 估计约有 300余万人迁入中原。① 随着移民的迁入 , 东北民族的文

化 , 包括服饰 、 音乐 、舞蹈 、 语言 、社会风尚开始传入中原。

东北民族文化是金朝统治者的母文化 , 金朝前期统治者为了同化汉族不遗余力地在华北推

行自己的文化。在入主中原的初期 , 甚至采用武力强迫的手段 , 逼迫汉人穿女真人的衣服 , 留

女真人的发型。金朝曾多次下达禁止中原人民穿汉服 、 保留原来的发式的规定 , 违抗者要处死 。

例如 , 天会七年 (1129)六月 , “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 , 不如式者死之”。② 在这种背景下 , 自然

会迅速实现服装和发式的统一 。

金朝是华北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 , 这种融合 , 既是女真 、 渤海 、 契丹 、 奚等内迁民

族吸收北方汉族文化的过程 , 也是北方汉族吸收这些边疆民族文化的过程 。北方汉族由于人数

众多并有着相对先进的经济文化 , 在这一轮的民族融合中占据了相对优势的地位 , 使内迁的东

北民族最终融入中原汉族 。然而 , 内迁的东北民族在人数上仍占一定的比例并在政治舞台上占

据有利的地位 , 其文化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因此 , 新融合而成的中原汉族的文化不可能是原先

的面貌 , 而是掺入边疆民族文化的色彩。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中 , 内迁的边疆民族完成了汉化的

话 , 中原汉族同时也受到内迁的边疆民族的胡化 。

经历了太祖 、太宗 、 熙宗 、 海陵王 、 世宗等五朝七八十年间的胡化 , 到世宗时期 (1161—

1189), 东北民族文化的许多方面已在华北流行开来 。当时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节范成大 、周辉 、

楼钥 、韩元吉等人都注意到华北汉族的胡化现象 , 并将之记载于他们的日记和行程记中 。

北方汉人的胡化 , 首先表现在服饰和发式上 。范成大说:中原汉人胡化 “最甚者衣装之类 ,

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 (河)已北皆然 , 而京师 (指北宋京城开封)尤甚” ;“男子髡顶 , 月辄

三四髡 , 不然亦间养余发 , 作椎髻于顶上 , 包以罗巾 , 名曰蹋鸱 , 可支数月或数年 。村落间多

不复巾 , 蓬辫如鬼 , 反以为便” ;“惟妇人之服不甚改 , 而戴冠者绝少 , 多绾髻 , 贵人家即用珠

珑璁冒之 , 谓之方髻” 。③ “大梁宫中设毡屋 , 大梁少年胡结束” , ④ 则是另一名南宋诗人刘克庄

在开封所见到的现象 。可见服装方面的胡化已相当普遍和严重。甚至艺人在表演音乐舞蹈时穿

的服装也同样出现胡化。楼钥看到:“乐人大率学本朝 , 惟杖鼓色皆幞头红锦帕首 , 鹅黄衣 , 紫

裳 , 装束甚异。”⑤ 韩元吉看到:“舞女不记宣和妆 , 庐儿尽能女真语 。”⑥

除穿胡服 、 留女真人的发型 , 中原汉人的胡化还表现在食物 、 音乐 、 舞蹈 、 语言 、社会风

俗等方面 。

女真人的饮食 , “以糜酿酒 , 以豆为酱 , 以半生米为饭 , 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 , 和而食

之 , 芼以芜荑” ;在招待客人时往往以大盘盛肉 , 上 “间插青葱三数茎”。⑦ 到了金朝 , 女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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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食法 , 包括吃生葱 、 生韭菜的习惯也传到中原 , 南宋使节楼钥在河南 、河北就受到大盘肉

上放生葱的招待 。① 周辉见金人吃饭时 “先汤后茶” , 遂将这种吃法称为 “虏法” , 以别于南宋境

内的吃法 。② 楼钥还看见 , 侍者接待客人时 , 兼用女真礼仪和中原礼仪 , “或跪或喏 , 跪者胡礼 ,

喏者犹是中原礼数” 。③

在南宋使节的眼中 , 金朝统治下的中原的音乐 、 舞蹈 , 因渗入东北文化的色彩已大不同于

宋朝 。楼钥说金朝音乐:“乐声焦急 , 歌曲几如哀挽 , 应和者尤可怪笑 。” ④ 范成大说金朝舞蹈:

“虏舞悉变中华 , 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 , 尚舞高平曲破 。” ⑤ 甚至北方汉人的语言也发生变化 。楼

钥说金初的开封人 “语音犹有微带燕音者 , 尤使人伤叹” ,⑥ 以及韩元吉所说的 “庐儿尽能女真

语” , 表明北方语言已染上东北以及原辽国燕云地区的语言成分 。

范成大在金朝境内看到 “民亦久习胡俗 , 态度嗜好与之俱化” , ⑦ 表明汉人在社会风俗方面

也受到东北民族的影响。中原 “放偷” 习俗的形成是东北社会风尚影响汉人的一个典型体现 。

据说 “金国治盗甚严 , 每捕获论罪外 , 皆七倍责偿。惟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 , 妻女 、

宝货 、车马为人所窃 , 皆不加刑。” 这种习俗 , 金初传到北京一带 , 故洪皓说 “今燕亦如此” 。⑧

由于金朝的北方汉人 , 在服饰 、 发式 、 饮食 、 礼节 、 习俗 、 歌舞 、 语言等方面 , 都不同程

度地发生变化 , 就使得他们在文化上已与以前的北方汉人有一定的区别 。而文化上存在的这种

差异 , 就使得两宋之际已经迁入南方的北方老移民及其后裔 , 对绍兴末年以后迁入南方的北方

新移民 , 产生文化上的疏远感 。更何况每年的南迁都夹杂着一定数量的女真人 、 契丹人和渤海

人。南宋人对绍兴末年以后迁入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 , 因文化上的疏远感而导致不放心 ,

因不放心于是便有人建议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因此 , 南宋孝宗以后的每一次北方人口南迁 ,

都会引起大争论 , 焦点无非是两个 , 一个是是否接纳这些人 (南宋称他们为归明人 、 归朝人 、

归正人), 一个是如何防范附载于他们身上的源于东北民族的文化的扩散。⑨ 由于首都临安是北

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重要迁入地 , 每一次争论几乎又都以临安为焦点。透过这些争论 , 可以

看出绍兴末年以后迁入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对临安文化的影响 。

文献所载的有关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对临安的影响 , 主要集中在孝宗和光宗朝 , 有关争

论也多集中在这两朝 。

孝宗时期 , 因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迁入 , 胡化了的服饰 、 语言 、 歌舞 、 音乐开始进入

临安 。在临安的官员和百姓当中 , 出现 “服饰乱常 , 声音乱雅” 的现象 , 还有一些人热衷于

“插棹篦 , 吹鹧鸪 , 拨胡琴 , 作胡舞” ;这些行为 , 遭到不忘收复中原 、 以夏变夷的宋孝宗和大

臣们的坚决反对 , 隆兴元年 (1163)朝廷下令严厉禁止 , 并禁止新移民 “不改胡服” 和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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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方面的争论 , 黄宽重的 《略论南宋时代的归正人》 已从政治的层面 , 作了深入研究。(《食货月

刊》 (台北)复刊第 7 卷第 3 、 4期 , 1977年)从本文引用的资料看来 , 文化上的疏远感应该也是引起

争论的原因。



“仿效蕃装” , 要求 “所习音乐” 不得 “杂以胡声” 。①

这些禁令其实没有收到多少效果 。仅仅过了五年时间 , 到乾道四年七月 , 又有臣僚就临安

的胡化问题进言 。臣僚们不仅提到临安十数年的胡化现象依然存在 , “服饰乱常 , 习为胡装;声

音乱雅 , 好为胡乐;如插棹篦 , 不问男女;如吹鹧鸪 , 如拨胡琴 , 如作胡舞 , 所在而然” , 而且

还提到临安人 “静夜十百为群 , 吹鹧鸪 , 拨胡琴 , 使一人衣黑衣而舞 , 众人拍手和之 , 道路聚

观 , 便同夷路” , 简直成为街头群众集体娱乐的一种形式。他们还指出:这些胡化文化在临安流

行 “十数年来” , “所在而然” , “初则效学以供戏笑 , 久则习之为非。甚则上之人亦将乐之 , 与

之俱化矣 。” 也就是说 , 这种胡化最初只是模仿以供取笑 , 但模仿久了便成了习惯 , 甚至上层人

物也乐此不疲 , 一同胡化 。臣僚们为之感叹道:“中原士民沦于左袵 , 延首企踵 , 欲自致于衣冠

之化者三四十年而不可得 , 而东南礼义之民 , 乃反坠于胡虏之习而不自知 , 甚可痛也 。”② 朝廷

不得不再次下令禁止 , “申禁异服异乐” 。③

尽管大臣们痛心疾首 , 朝廷禁令屡下 , 都没有收到实际效果 , 临安的胡化现象仍越来越厉

害。在淳熙年间 (1174—1189)和绍熙二年 (1191), 袁说友 、蒋继周和余古等人都就临安的胡

化现象再三地向皇帝上奏 。

袁说友的奏文着重分析临安官民在服饰方面的胡化现象。他指出:“都下年来一切衣冠服制

习为虏俗 , 官民士庶浸相效习 , 恬不知耻 。” 具体表现在:“紫袍紫衫 , 必欲为红赤紫色 , 谓之

顺圣紫。靴鞋常履 , 必欲前尖后高 , 用皂革 , 谓之不到头 。巾制 , 则辫发低髻 , 为短统塌顶巾 。

棹篦 , 则虽武夫力士 , 皆插巾侧。如此等类 , 不一而足 。” ④ 依据这份奏文 , 来自东北移民和北

方的新移民的服饰穿着为临安官民士庶竞相追求 , 从头上的头巾 , 到身上的袍衫 , 再到脚上的

靴鞋 , 无不如此 。

蒋继周和余古的进言着重分析音乐舞蹈方面的胡化现象。据他们的报告 , “渤海乐” 等来自

东北民族的音乐 , 已 “盛行于世 , 都人多肆习之” , 而且流传到皇宫之中 。甚至贵为一国之尊的

光宗皇帝 , 也是东北音乐舞蹈的喜好者 , 余古批评光宗皇帝 “宴游无度 , 声乐不绝……甚至奏

胡戎乐 , 习齐郎舞。”⑤ 南宋后期临安有多个专门表演歌舞的团体 “清乐社” , 每个都不下百人 ,

其中的 “鞑靼舞” 、 “老番人” 两个团体 ,⑥ 顾名思义应该是分别表演蒙古草原的鞑靼族和东北的

女真等民族的舞蹈的团体 。

综上所述 , 孝宗 、光宗两朝的皇帝 、大臣 , 深受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带来的胡化了的服

饰 、 语言 、音乐 、舞蹈在临安流行的困扰 。在他们看来 , 这些胡化文化的流行 , 容易混淆华夷

界限 , 以夷变夏 , 必须禁止。然而 , 这种胡化文化却屡禁不止 , 日趋加剧 , 其中的原因值得思

考。依据文献 , 可以猜测绍兴末年以来迁入临安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人数 , 和他们在临

安的文化影响是极不成比例的 。就人数而言 , 尽管绍兴末以来的每次移民南迁都保持一定的规

模 , 但移民总数无疑大大小于两宋之际南迁的北方人口的数量。至于在临安府总人口中所占的

比重 , 乾道五年临安府有户 26万余 (上揭), 这些新移民只能占极小的比重。人数并不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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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 , 在人口众多 、 文化高度发达的都城临安掀起大波澜 , 个中原因颇值

得进一步探讨。

三　南方籍移民和南方文化

除了北方老移民 、新移民和东北移民之外 , 自南方各地区迁入临安的移民数量也不少 。甚

至可以说 , 在两宋之际的北方人迁入浪潮消退之后 , 迁入临安的外地移民便主要来自南方 。这

种移民 , 属于单个的自发性迁移 , 且都发生在和平时期 , 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较少又比较零散 。

尽管如此 , 仍留下他们的迁移痕迹 。

临安商业发达 , 自各地前来经商的商人很多。南宋文献说:“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

……其寄寓人 , 多为江商海贾 , 穹桅巨舶 , 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 , 四方百货 , 不趾而集 , 自此

成家立业者众矣” ;① 又说临安:“贩铜谋利 , 当严江上之云帆” ;“持楮易钱 , 盍验市间之茗肆” ;

“闽商海贾 , 来万里之货珍” 。② 据此推测临安的商人大多来自外地 , 其中一部分是南方各地的商

人 , 而且不少人已定居临安。

宋代福建商人以善于经营海上商业而闻名全国 , 文献如果将福建商人和外国商人相提并论 ,

往往称福建商人为 “闽商” , 外国商人为 “海贾” ;而如果只提 “海贾” , 则这一 “海贾” 大多只

指经营海上商业的福建商人。以上文献所说的 “海贾” 、 “闽商” 大多是福建商人。天妃 (又称

妈祖)是福建海商和渔民的保护神 , 福建沿海之人一旦在外地定居 , 往往要在新住地建造天妃

宫 (或称妈祖庙), 以祈求庇佑保护 , 因此天妃庙的兴建常可视为福建人定居的一个标志 。临安

艮山门外建有天妃庙 (又称圣济顺妃庙), 城南萧公桥及候潮门外的市舶司旁边还设有行祠 , 用

来祀天妃 ,③ 刘克庄也说临安人 “祀妃尤谨”。④ 凡此都说明自福建迁入临安的海商不在少数。

福建是南宋按人口平均耕地数量最少的地区 , 存在着较多的无地少地的人口 , 因此是移民

的主要输出地之一。曾丰说福建:“居今之人 , 自农转而为士 、 为道 、为释 、为技艺者 , 在在有

之 , 而唯闽为多 。闽地偏 , 不足以衣食之也 , 于是散而之四方 。故所在学有闽之士 , 所在浮屠 、

老子宫有闽之道释 , 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 。”⑤ 据此 , 迁入临安的福建移民除海商外 , 肯定还有

道 、 释 、 工匠 、 文士 。福建的演艺人员在临安建起 “福建鲍老社” , 参加者达三百余人 , 就是一

个证明。⑥

在宋金以及宋蒙 (元)对立时期 , 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区是南北战争的主要交

战地带 , 每当战乱发生时当地人民不得不渡江避难 , 有的便在避难地方定居下来 。此外 , 自南

宋中期开始 , 两浙 、 江西 、江东 、 福建等路的人口压力加大 , 大批无地少地的人口为了解决生

计问题 , 向耕地开发未尽的地区和可以寻找到谋生途径的城市迁移。如果遭遇水旱灾害 , 这种

迁移往往达到一定的程度 。对于南渡避乱的江淮移民而言位于江南的临安是重要的迁入地之一 ,

而对于寻找谋生途径的南方移民而言 , 作为都城的临安无疑也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⑦ 因此 ,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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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临安的南方籍移民 , 除了迁自福建 , 也迁自江淮地区以及两浙 、 江西 、 江东等路 。

上述文献提到的寄寓临安的 “江商” , 应该是经长江用船运货到临安的江东 、 江西一带的商

人。临安仰山有二王庙 , 出自江西袁州 (治今湖北宜春);又有源于徽州婺源的灵顺庙 (即五显

神祠), 在临安立有 7个行祠;钱塘门外霍山有源于广德军 (治今安徽广德)的广惠庙 , 它供奉

张王 , 创建于南宋乾道年间;仁和县百万新仓西有源于常州的显佑庙;此外 , 临安还建有源于

秀州 (治今浙江嘉兴)敬奉霍光的显忠庙 , 源于婺州 (治今浙江金华)敬奉胡则的显应庙 , 源

于温州敬奉温琼的东嘉忠靖王庙 , ① 等等 。龙登高以为 , 仰山二王庙应是随着江西至杭州的木材

贸易传播而来的 , ② 而美国学者韩森 (Valerie Hansen)对上述源于某地的地方神信仰扩展到其

他区域现象的研究 , 更表明这种地方神信仰的扩展往往是移民 (尤其商业性移民)的结果 。③ 依

据这些思路 , 上述自外地进入临安的南方地方神庙宇在临安的建立及信众的扩大 , 一定程度上

都是信仰这种地方神的外地移民迁入临安的结果。这些移民可能相当部分是商人 , 但也不排除

有手工业者 、农民 、 文人和演艺人员。④

南宋科举发达 , 每到三年一次的会试期间 , 各地汇集临安的士人 “不下万余人” , ⑤ 加上随

同的人员 , 人数还要多上数倍 。按照另一位南宋末年人的观察 , 遇到混补之年 , “诸路士人比之

寻常十倍 , 有十万人纳卷” ; “每士到京 , 须带一仆 , 十万人试 , 则有十万人之仆 , 计二十万

人” 。⑥ 有的考生因未能高中在考后仍然滞留临安 , 这类人数量不少 , 给首都带来诸多压力 , 朝

廷有时不得不要求临安府尹发布命令 , 请这些学子返回家乡。⑦

除了这种蔚为壮观的应试流动人口 , 还有一些文人因首都是文化中心 , 又有着较高的生活

水平 , 有意前来寓居 , 或者解官后以临安为自己的定居地。宝庆二年致仕以后 “筑室九里松 ,

买舟西湖会意处” 的乌程 (今浙江湖州市)人俞灏 , ⑧ 曾受业于朱熹后定居临安的袁州分宜 (今

属江西)人宋斌 , ⑨ 就是他们的代表。一些流寓临安的外地文人还和当地文人一起组织西湖诗

社。耐得翁说:“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 , 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 , 旧多出名士” 。此外 , 临安还

有猜谜 、 写诗的团体 “南北垕斋” 、 “西斋” , 耐得翁说这些团体 “皆依江右”。 10 “皆依江右” 一

语提示 “南北垕斋” 和 “西斋” 的成员可能大部分来自江西。

除此之外 , 如医生 、 术士与僧侣道士等也有自南方迁入临安的 。洪迈 《夷坚志》 “徐防御”

条提到医好某位太后眼疾的吉州吉水人徐远 , 就是一位在临安行医的外地医生。而活跃在临安

的番禺 (今广州)人戴某 , 则是一位擅长占星术的术士。 11 《西湖游览志余》 卷 19说在临安城中

的大街上 , “天下术士多聚焉 , 皆获厚利” , 可见像戴某这样的术士人数应该不少。临安的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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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观众多 , 相当部分的僧侣道士应来自南方各地。除了以上提到过的福建的僧侣 , 僧侣还来自

南方的其他地方 , 一位名叫重喜的长老 , 就是会稽 (今浙江绍兴)人。①

被吸引到临安的南方移民 , 还有各地前来卖笑的妓女。在 《梦粱录》 卷 20 《妓乐》 列举的

临安名妓中 , 苏州的钱三姐 、 七姐 , 婺州的张七姐 , 应该都是迁入临安的南方人。

由于文献阙载 , 有关南方下层移民向临安的迁移情况往往暗昧不明 , 更难以估计他们的迁

移规模。据林正秋估计 , 从事工商行业的人口约占临安城区居民的三分之一。② 由于北方移民主

要是王公贵戚 、 官员和军人及其家属 , 从事工商业和服务的人员较少 , 这一部门的人员估计主

要是南方人。

李晓在研究宋代城市人口增加的途径这一问题时 , 注意到宋仁宗景祐二年正月戊申的一道

诏令:“诏京东西 、 陕西 、河北 、 河东 、淮南六路转运使检察州县 , 毋得举户鬻产徙京师以避徭

役 , 其分遣族人徙他处者 , 仍留旧籍等第 , 即贫下户听之 。”③ 他认为 , 这条资料透露出:第一 ,

宋仁宗时乡村居民迁移到汴京居住已形成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二 , 乡村人户不少是卖掉田产

举家迁移的;第三 , 导致乡村人户向首都迁移的原因 , 除了徭役等重要的方面 , 肯定还有赋税 、

土地兼并 、灾荒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提供的谋生机会等方面的原因;第四 , 如果乡村人户依然按

原定的户等承担徭役 , 政府不禁止其部分家庭成员迁移到城市 , 而对原先按规定承担徭役较少

或没有徭役的 “贫下户” 即客户 , 政府原则是放任。④

宋代农村人户的离乡进城 , 已经不是少数或个别地区的现象 , 也不可能只发生在仁宗时期 。

南宋的情况固然不同于北宋 , 而临安也不同于开封 , 但在南宋商品经济比北宋更加发达 、 农民

的各种自由比北宋更多的情况下 , 农民向城市和家乡以外地区迁移的可能性显然增大了 。淳熙

十二年四月 , 侍读萧燧论及广西农民的负担情况时 , 便说到当地人为避免身丁钱的负担 , “或改

作女户 , 或徙居异乡 , 或舍农而为工匠 , 或泛海而逐商贩 , 曾不得安其业” 。⑤ 在南宋的较长的

一段时期内 , 两浙路农民仍然有身丁钱的负担 , 发生在广西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两浙 , 而

“徙居异乡” 与 “舍农而为工匠” 都不排除迁入临安的可能性 , 只是文献对此类下层人民的零星

迁移往往不予记载罢了 , 如能将零星的迁移累计起来 , 数量当不在少数。

四川居长江上游 , 距江南比较遥远 , 加之对外交通不便的原因 , 和平时期迁居临安的只有

人数不多的士大夫或经商不归的商人 。南宋后期 , 蒙古军队在四川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 并

普遍采用疯狂杀掠的野蛮做法 。为了逃避这场当地历史上少有的大劫难 , 人们特别是衣冠士族

纷纷向长江中下游迁移 。刘克庄说: “自蜀有狄难 , 士大夫避地东南者众 , 几置乡国于度外

矣。”⑥ 在这种情况下 , 临安成为四川难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

梓潼帝君是四川当地特有的地方神崇拜 , 据说这位主管科第和文官职位的神仙 , 在激烈竞

争的科举考试中能够给虔诚的信众以暗中的帮助 , 因此有着广泛的信众。四川移民东迁以后 ,

纷纷在自己的定居地兴建梓潼帝君庙 (又称文昌宫)。⑦ 临安也不例外 。每逢梓潼帝君诞辰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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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三日 , “川蜀仕宦之人 , 就观建会” , 举行宗教活动;而且 , 除了川蜀之人 , “凡四方士子求

名赴选者悉祷之” 。①

四　外来移民和临安的文化变迁

综上所述 , 在南宋的一个半世纪中 , 临安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外来移民迁入及其文化影响的

过程 。首先是两宋之际迁入的北方移民 , 适时地填补了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当地土著锐减形成

的人口空缺 , 成为临安居民的主体部分 , 而人口的优势又使得他们所携带的北方文化压倒原先

的南方文化 , 临安开始了北方文化为主的南北文化重新融合的过程。北方移民的南迁潮 , 在高

宗绍兴末以后仍在持续着 , 北方新移民和东北移民的迁入 , 不仅加强了北方文化的影响 , 而且

给临安文化增添了东北文化的特色 。在以上两种北方移民向临安迁移的同时 , 另一种移民 , 即

来自两浙 、江东 、 江西 、 江淮 、福建 、 四川等地区的南方移民 , 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临安迁移 。

由于官方或士大夫书写的历史文献比较关注因战争引起的长距离的集团式的迁移 , 对那些零星

的为求发展而进行的迁移往往疏于记载 , 因此有关外来移民迁入临安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北方人

口的迁入上 , 南方移民迁入的记载非常零散。然而 , 南方移民的影响决不可低估。就临安文化

的长时段发展过程的考察而言 , 固然要注意北方移民迁入的影响 , 同样要注意南方移民迁入的

影响 。

临安毕竟是南方的一座城市 , 尽管城市及其邻近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 ,

南方文化的汪洋大海迟早会将临安重新改造成一座以南方文化为主的城市。这一过程 , 其实在

南宋初期的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结束不久便已开始了 。除临安和其他南方城市之间频繁的文化

交流以外 , 源源不断迁入的南方移民带来的南方地域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南方移民对临

安迁入虽然很少采用集团迁入的形式 , 但长时间的连续不断的个人的迁移却可以汇成移民的洪

流 , 从而加强南宋初期一度弱化的南方文化 , 势必要在语言 、饮食 、文学 、艺术 、 服饰 、 节日

习俗 、社会风尚 、宗教等各方面 , 冲淡北方成分 , 并且越到后来南方文化的色彩越加浓厚 。估

计到了明代 , 杭州文化已演变为南方文化为主但保留一定北方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 。

临安文化的这种变迁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以下试以宗教崇拜 、 节日习俗以及社会风尚等

方面 , 略作论述 。

1.宗教崇拜

北方移民迁入时 , 曾在临安建立一批源自北方的佛寺道观 , 仅上面提到的便有 32所 。然

而 , 到了明代 , 这些寺庙的绝大多数都已不存在了 。综合 《万历杭州府志》 、 《西湖游览志》 、

《武林梵志》 、 《雍正浙江通志》 , 以及翟均廉 《海塘录》② 诸书所载 , 到明朝中叶仍然存在的 , 只

有开宝仁王寺 、 慧林寺 、 宁寿观 、 宗圣曾子祠 、 萧酂侯祠 、 白马庙 (显应观)、东平忠靖王庙 、

昭节庙 、 三圣庙 、慧应庙 (皮场庙)、 忠勇庙等十一所庙宇 , 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上所述 , 南方籍移民迁入临安以后 , 也在城市中建立了源自移民迁出地的九所庙宇 , 这

些庙宇是否也像北方移民建立的庙宇那样 , 明代也大多不存在了呢? 综合上述五部古籍所载 ,

除二王庙不可查外 , 其他的八所 , 即顺济圣妃庙(天妃庙)、灵顺庙 、广惠庙 、显佑庙 、显应庙 、

梓潼帝君庙 、显忠庙以及东嘉忠靖王庙 , 明代仍然存在。据此可见 , 在南宋临安源于外地的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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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中 , 到了明代源于北方的庙宇已大多不存在了 , 而源于南方的庙宇绝大部分仍然保存下来 。

2.节日习俗

《梦粱录》、《武林旧事》①等南宋人的著作和明代《万历杭州府志》分别详载杭州在南宋或明代

的节日习俗 ,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的部分论述也能看出明代的某些习俗 。② 现据此制成下表 。

宋明方志对临安岁时风俗的不同记载

节　日 南宋 《梦粱录》 、 《武林旧事》 明代 《万历杭州府志》 、 《西湖游览志余》

元旦

细民男女皆鲜衣 , 往来拜节。街坊以食物 、 动

使 、 冠梳 、 领抹 、 缎匹 、 花朵 、 玩具等物沿门

歌叫关扑。不论贫富 , 游玩琳宫梵宇 , 竟日不

绝。家家饮宴 , 笑语喧哗 (《梦粱录》 卷 1 《正

月》 , 第 1 页)

先夕汛扫堂室 , 盛陈花彩糕果于各神并祠堂

影堂前。先以糖豆米团祀灶 , 次迎岁神 , 次

炳烛炷香拜各神 、 祖先。讫 , 幼拜贺尊长 ,

男子出拜宗党亲友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3 页)

立春

前一日 , 以鼓乐引春牛到临安府。 次日郡守率

僚佐用彩杖鞭春牛 , 街市以花装栏 , 乘小春牛 ,

及春幡春胜 , 相献于贵家宅舍 , 示丰稔之兆

(《梦粱录》 卷 1 《立春》 , 第 2 页)

先一日 , 官府迎春于部内之东方 , 接芒神 、

土牛。老幼集街路 , 谓之看春 。其所历人家

各设香烛 、 焚楮币 , 以过芒神 、 春牛 , 并用

五谷抛掷之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3—

14 页)

元宵
歌舞 , 观灯。 夜阑 , 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 , 谓

之扫街 (《武林旧事》 卷 2 《元夕》 , 第 32 页)

歌舞 , 观灯 , 饮宴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4 页)

正月十六 无记载
有往养济院施舍者 , 盖与北方走百病之俗相

同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6 页)

二月初一

中和节。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子互赠 , 禁

中宫女以百草斗戏 (《梦粱录》 卷 1 《二月》 , 第

6 页)

中和节虽不举 , 民间犹以青囊盛五谷瓜果之

种相遗 , 城中士女有出郭探青扫墓设奠者

(《西湖游览志余》 卷 20 , 第 317 页)

二月十五
花朝节。 出外赏花 , 寺院启涅盘会 , 观者纷集

(《梦粱录》 卷 1 《二月望》 , 第 8 页)

宋时有扑蝶之戏 , 今不举 , 而寺院启涅盘会 ,

拈香者麇至 , 犹其遗俗 (《西湖游览志余》 卷

20 , 第 317页)

三月三日
禊饮踏青 , 士庶烧香 , 诸道宫宇 , 俱设醮事

(《梦粱录》 卷 2 《三月》 , 第 9 页)

戴霁菜花 , 亦多出游西湖 , 水滨多为流觞之

戏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6 页)

寒食 、 清明

清明节前两日谓之寒食 , 家家插柳条门上。第

三日即清明节 , 俱出郊省坟 , 又有龙舟可观

(《梦粱录》 卷 2 《清明节》 , 第 11—12 页)

清明门檐遍插柳枝 , 各设奠享祖先。 出郭扫

墓 , 挂纸钱。食用青白圆子 (《万历杭州府

志》 卷 19 , 第 17 页)

端午

自初一至端午日 , 家家买桃 、 柳 、 葵 、 蒲叶 、

伏道 , 及茭 、 粽 、 时果 , 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

避瘟疫 , 家家焚香一个月 (《梦粱录》 卷 3 《五

月》 , 第 22 页)

悬九色花纸于门 , 庭下以盆杂植葵 、 艾 、 菖

蒲 , 至日焚纸移盆宴所。 以角黍 、 牲酒祀神

享先 , 家众聚饮雄黄酒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7 页)

六月六日
民众游湖避暑 (《梦粱录》 卷 3 《五月》 , 第 24

页)

夜间游湖。郡人浴猫狗于河 (《西湖游览志

余》 卷 20 , 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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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立秋
都人戴楸叶 , 饮秋水 、 赤小豆 (《武林旧事》 卷

3 《乞巧》 , 第 43页)

戴楸叶 , 并以煎汤澡浴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8 页)

七夕

富贵人家令女郎拜月 、 乞巧。 市井儿童手执新

荷叶 , 效摩睺罗之状 (《梦粱录》 卷 4 《七夕》 ,

第 25 页)

殷富人家设瓜果为乞巧会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8 页)

中元

道家各有斋醮等会 , 僧寺于此日作盂兰盆斋 ,

而人家亦于此日祀祖。茹素者十八九 (《武林旧

事》 卷 3 《中元》 , 第 44 页)

前后五日依释氏盂兰盆法 , 用素馔馄饨祀祖

先。或召僧道施食 , 焚楮衣 , 点放荷灯 , 以

资冥福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8 页)

中秋
玩月游人 , 婆娑于市。 虽贫困人家 , 亦解衣市

酒 (《梦粱录》 卷 4 《中秋》 , 第 26 页)

以月饼相馈 , 夕宴饮玩月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9 页)

重阳

赏菊。以五色米粉塑成狮子蛮王的形状 , 放在

熟栗子和麝香 、 蜂蜜拌和的糕上 (《梦粱录》 卷

5 《九月》 , 第 30页)

市中蒸栗糕 , 插五色旗于上 , 各市以祀祖先。

亦有登高饮者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9

页)

十月朔日 出郊祭祀 (《梦粱录》 卷 6 《十月》 , 第 46 页)
出郊拜墓 , 如寒食仪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9 页)

立冬 无记载
采野菊煎汤澡浴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19 页)

冬至
馈送节仪 , 举杯相庆 , 祭祖 , 加于常节 (《梦粱

录》 卷 6 《十一月冬至》 , 第 48 页)

祀神享先 , 交贺诸事 , 略仿元旦 (《万历杭州

府志》 卷 19 , 第 19 页)

腊月

八日 , 寺院制腊八粥。二十四日 , 祭灶神。自

此入月 , 贫丐者装扮为神鬼 、 判官 、 钟馗 、 灶

君等形 , 沿街乞钱 (《武林旧事》 卷 3 《岁晚节

物》 , 《梦粱录》 卷 6 《十二月》 , 第 49—50 页)

二十四日 , 祀灶神。丐者于数日前装貌灶公

灶母 (《万历杭州府志》 卷 19 , 第 20 页)

除夕

比屋以五色纸钱酒果迎送六神 , 围炉团坐 , 饮

酒 、 唱歌 、 博戏 , 终夜不寐 (《武林旧事》 卷 3

《岁晚节物》 , 第 47 页)

祀城隍 、 百神和祖先。焚楮币 , 以送旧神。

架松柴门外焚之 , 宴饮 , 谓之分岁 (《万历杭

州府志》 卷 19 , 第 20 页)

依据上表 , 可见杭州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日 , 明代与南宋比较 , 废除的只有二月初一的中和

节 、 二月十五日的花朝节 , 增加的只有正月十六日和立冬。但如果将宋明两代都存在的节日和

民俗活动日的活动内容进行对比 , 可以发现 , 除了十月朔日和冬至变化不大之外 , 绝大多数的

节日和民俗活动日 , 包括元旦 、立春 、 元宵 、 三月三日 、 清明 、 端午 、 六月六日 、立秋 、七夕 、

中元 、中秋 、重阳 、 腊月二十四 、除夕 , 其活动内容都有相当大的改变 , 甚至已面目全非了 。

那些被废除的内容 , 如元旦的沿门歌叫关扑 、元宵夜的 “扫街” 、 七夕的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

罗之状 , 原本都是北方移民迁入临安带入的北方民俗 , 而花朝节 、中和节 、端午节等并非自北

方传来的节日习俗同样遭到革除或改易。那些宋代没有的活动内容 , 一部分可能是明代才形成

的 , 例如除夕的祀城隍;一部分是在宋代基础上变化的结果 , 如丐者于腊月中扮成灶公灶母的

形象以乞钱 , 便源自宋代的 “打夜胡” 。

岁时风俗的变化 , 是多种文化因子影响的结果 , 不能都归之移民的影响 , 否则便难以说明

花朝节 、 中和节 、端午节等并非北方传入的节日习俗 , 明代得到革除或改易的原因 。但是 , 较

大规模的移民的影响却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 , 南宋临安的源自北方的节日习俗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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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乱以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带入的话 , 到明代这些习俗已大多被革除或改易 , 只能说是后来

迁入的南方籍移民数量渐多 , 他们的文化影响逐渐超越北方移民及其携带的北方文化的影响的

结果 。

3.社会风尚

《梦粱录》 卷 16 《面食店》 条说:“南渡以来几两百余年 , 则水土既惯 , 饮食混淆 , 无南北

之分矣。” 临安之所以形成这种南北饮食混淆的局面 , 不仅是北方食物进入 , 也是南方各地食物

进入临安的结果 。临安有一种专门满足下层人民需求的饭店称衢州饭店 , 出售虾鱼 、粉羹 、鱼

面之类 , ① 从名称来看这种饭店应是两浙的衢州人所开 , 从菜单来看应以南方传统食物为主 , 但

“鱼面” 之 “面” 在南宋初却主要是北方移民的食物 , 此时已被改造成北方移民后裔和南方人普

遍接受的 “鱼面” 了 。

临安食物的变化 , 连北方移民的后裔也不否认。在他们看来 , 临安的汴京食物和其他传自

北方的食物 , 与开封的口味和样式已有所不同。周辉就持有这种看法 , 他说:“自过江来 , 或有

思京馔者 , 命仿效制造 , 终不如意 。今临安所货节物 , 皆用东都遗风 , 名色自若而日趋苟简 ,

图易售故也。”②

今天的杭州乃至全国的绝大部分地方 , 无不以乌鸦为厌见之物 , 以听到乌鸦的叫声为不祥;

又无不以喜鹊为喜见之物 , 以听到喜鹊的叫声为吉祥之兆 。然而 , 宋代南 、 北方之人 , 却对乌

鸦和喜鹊以及它们的叫声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 大致是 “北人喜鸦声而恶鹊声 , 南人喜鹊声

而恶鸦声” ;③ “南人喜鹊而恶乌 , 北人喜乌而恶鹊 , 好恶之不同有若是” 。④ 南宋时临安人对乌

鸦和喜鹊叫声的态度 , 是否随着北方移民迁入而发生改变 , 又如何再次转变过来 , 是一个有趣

的问题。笔者有理由推测 , 北方移民初到临安仍持原先对乌 、 鹊的态度 , 而后来的南方移民以

及来自周围地区的文化影响最终使南方人对乌 、 鹊的态度占了上风 。

尽管文献中有关南方移民文化影响的记载极少 , 以上的论述已能够证明 , 南宋后期以来临

安文化中的南方的色彩逐渐得到增强 , 北方文化的特色日益冲淡 , 到了明代杭州已成为南方文

化占主体兼具有一定程度的北方文化特色的城市。今天我们看到的杭州 , 虽然仍保留着宋代迁

入的北方移民的文化和语言的痕迹 , 毕竟已没有人将她看作北方的城市 , 原因即在于此 。在这

一变迁过程中 , 杭州位于南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以及来自南方的外来移民的进入 , 无疑是导

致变迁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如果说两宋之际北方移民在南方土著居民锐减时的迁入 , 使临安

城市文化从南方文化为主演变为北方文化为主的话 , 那么 , 南宋中后期的南方移民的源源不断

的迁入 , 以及位于南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的客观环境 , 则使临安 (杭州)又演变为南方文化为

主 、 同时带有一定的古老的北方文化特色的城市 。

〔作者吴松弟 , 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433〕

(责任编辑: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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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ur f an Uigurica and Khara Kho to Tangut Buddhist tex ts.

Immigrants and Culture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u Songdi (35)

Immig rants to Linan , the capital ci ty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 may be classif ied into

three g roups:those f rom the Nor th at the turn of the N 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

new comers f rom the North and the No rtheast in the Southern Song , and tho se f rom the South.

Inf luenced by the native cultures of these immigrants , a merging of cultures occurred in Linan.

The indigenous southe rn cul ture experienced a shif t to a cul ture based on northe rn characteristics

wi th no rthern nomadic inf luences.However , the lo cal culture of Linan f inally evolved into one

that w as based mainly on southern characterist ics y et bore some influences f rom northe rn t radi-

tions of the remo te past.

Demarcation of Grassroots Distri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Jiangnan Area dur-

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ith Suzhou as an Example Wu Tao (51)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 ci ties and tow ns in the Jiangnan area w ere at tached to a certain

d u"(都)o rqu"(区), indicating that each ci ty and tow n bo re the burden of grain and levee tax es

as did villages.From the mid-Ming Dynasty , it g radually became a common pract ice to demarcate

areas by cities and tow ns , the limits of w hich of ten coincided w ith tho se of the dist ricts governed

by o rgans below the level of county , such as xunj iansi(巡检司).From the mid-Qing Dynasty ,

local administ rative operat ions that cente red round the public services o f ci ties and tow ns gained

an equal status w ith the org ans in charge of g rain and levee taxes , although the lat ter had alw ay s

been above the fo rmer.However , the mechanism o fvil lag es governed by tow ns"as i t is under-

stood today did no t appear unti l the late Qing Dynasty w hen tow ns and tow nships gained autono-

my.The conflict arising f rom thestandards"of ci ties and tow ns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 as actually an outcome of the changing demarcation of grassroo ts dist ricts over a

long time period.

A Prel 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in the Thirty-First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Xianqing (72)

In the 30th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 an anti-Christian incident occurred in Hangzhou , provi-

ding a histo rical opportunity fo r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 to urge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to lif t the prohibit ion against Christianity issued in the 8
th
year o f the Kangxi reign , and re-

consider i t s policies concerning Christiani ty.In the 31
s t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 the Edict of

To le rat ion w as finally issued in response to various influences , creating a relativ ely easy environ-

ment for the activi ties o f Catho lic missionaries in China , and draw ing much attention f rom the

European Catho lic communi ty .It stimulated fur ther efforts on the part of Europe to preach

Christiani ty in China.The Edict of To le rat ion w as also used as a w eighty bargaining counte r by

the French envoy Marie Melchio r Jo seph de Lagrené in his negotiat ions w ith Qi Ying , the Gover-

no r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 to press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to completely li ft the prohibi-

tion against Cathol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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